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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苏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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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苏联较晚 ,与西方联系密切 ,反苏势力长期存在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

这一地区影响薄弱。 苏联政府强迁反苏势力 ,强化党建工作 ,试图用“双语制”和移民来达到苏化目的 ,强权导

致地区民族主义意识形成。 恩威并用也未达目的 ,反而导致该三国充当了苏联解体的急先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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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苏联末期的危机及其解体可以清楚地看出 ,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
俄罗斯人 (包括俄罗斯化的其他民族 )为主体的苏联

政府之间的关系最为复杂 ,这种关系不但有着深厚

的历史渊源 ,而且独具特色。与其他加盟共和国 (乌

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外高加索三国、中亚五

国 )相比 ,这三个小国正式加入苏联的时间较晚

( 1940年 ) ,也就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

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制度确立以后。这三个共和国的

加入使苏联的领土面积几乎接近了 19— 20世纪之

交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区划版图 ,苏联政府的帝国意

识形态也随之加强。莫斯科当局还把西方世界称之

为俄罗斯“飞地”的加里宁格勒 (原称“哥尼斯堡” )与
该三国连成一片 ,成为苏联西北边疆的战略“缓冲

带”。这样 ,原属该地区各共和国的最高权力转入莫

斯科中央政府 ,地方的各级行政权力也很快落入俄

罗斯人 (也包括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民族 )手中。

彼得一世发动“北方战争”打败瑞典之时 ,根据

1721年双方签订的《尼斯塔特条约》 ,拉脱维亚和爱
沙尼亚划归俄国 ,而立陶宛是在“三次瓜分波兰”时

划归俄国的。从彼得大帝改革之时起 ,沙俄政府就把

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作为废止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

盟贸易之后俄国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 ,在强制推行

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 ,却给予这一带更大的自治权 ,

致使该三国俄罗斯化程度一直很低。 一直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 ,这三国才获得独立。正如时任立陶宛

共和国总统的阿里吉达斯· 勃拉召斯卡斯在 1993

年所说: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脱离俄罗斯仅那 20年

( 1918— 1938) ,先在沙皇俄国近 200年 ,之后又在苏

联半个世纪。 [1 ]俄罗斯化政策强制推行 200多年 ,到

卫国战争爆发 ,苏联境内的 100多个民族多数已经

俄罗斯化 ,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则有所不同。

卫国战争以前 ,苏联政府在这一地区行使各种

权力的时间不长 ,各项苏化 (советизация,苏维埃化、
苏联化 ,以下简称“苏化” )政策刚刚付诸实施。然而 ,

正是这短短的 1— 2年时间里 ,苏化政策的落实引发

了政治冲突、民族冲突和领土冲突 ,使这三个共和国

一直成为苏联政府甚为关注的“问题地区”。

一、拼凑战时各级亲俄政权

1940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正式加入苏联之前 ,

苏联的陆海空三军就已经根据上一年两大国签订的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加秘密议定书》分别进驻

塔林、里加、维尔纽斯以及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 ,这

就为斯大林政府实施苏化政策提供了政治前提。 卫
国战争打响之前 ,苏联政府对于该地的反苏势力实

行严格的清剿政策 ,先后两次大规模强迁反苏派。

1941年 6月 14— 15日夜间 ,荷枪实弹的苏军根据驻

地代表及其亲俄代理人的情报仅用几个小时就将当

地反苏派约 6万爱沙尼亚人、 3. 4万拉脱维亚人、 3. 8

万立陶宛人驱赶到火车站的货车上 ,分别送往西伯

利亚流放地。据经历这场磨难的当事人估计 ,约 4%

的爱沙尼亚人、 1. 5%— 2%的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

人遭到苏联政府的强迁。
[ 2]
反苏势力的工作岗位和

住房被负有特殊使命的俄罗斯人占据 ,一些城镇的

重要工厂设备被拆除 ,机器、粮食、牲畜及农具等也

被运到苏联内地。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 ,尽量减少损

失 ,更有效地打击法西斯战争集团 ,以斯大林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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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针对国内的敌对人员采取的对策是流放与

强迁 ,这也是战争条件下的迫不得已。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 ,

莫斯科当局的接收大员很快进驻。苏联政府派苏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到爱沙尼亚、维申斯基到
拉脱维亚、外交部副人民委员捷卡诺佐夫到立陶宛

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 ,这三人实际上主持这三

国的常务工作。 1940年秋 ,在他们的主持下 ,恢复了

十月革命后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涅奇

库斯、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利波尔金、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罗塔姆的工作。

之后 ,又举行了由莫斯科操纵的所谓选举 ,三国的亲

苏政府分别成立。由于当地与西方国家联系较多 ,十

月革命前就存在的各亲德团体很快演变为反苏势

力。与此同时 ,历史上形成的亲俄势力也在苏联官方

的支持下从事隐蔽活动 ,服务于苏俄政权的地下工

作者也潜伏下来 ,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为苏联工作。

在苏联政府全权代表的坐阵下 ,打击反苏势力和落

实苏化政策就成为战时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致力
于三国独立的反苏派政治家把希望公然寄托于德国

法西斯集团 ,立陶宛东部山区甚至成立了“林中兄弟

会” ,在国内外反苏势力的支持下从事武装抵抗运

动。[3 ]苏联政府从战争的大局出发 ,有选择性和有针

对性地打击这些反苏派 ,旨在进一步壮大亲苏势力 ,

伺机彻底摧毁这一地区的各种反苏组织。

这三国高级干部问题的解决对莫斯科当局来说

不难 ,因为有驻军在附近 ,任命和收罗当地亲俄派势

力就可以做到。在战争期间 ,这一地区反苏势力甚嚣

尘上 ,三国领导人做了最大努力也不能控制当地的

局势 ,莫斯科当局对此甚为不满。 1944年 10月 30日

至 11月 3日 ,苏共中央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通过一项

决议 ,在这三个共和国分别成立隶属斯大林中央政

府的“特别委员会” ,各委员会主席由苏共中央直接

任命:苏斯洛夫被任命为立陶宛主席 ,沙塔林被任命

为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两委员会主席。为时不久 ,梁

赞诺夫被派赴拉脱维亚任主席职务 ,沙塔林仍继续

担任爱沙尼亚的主席职务。该决议同时强调 ,三国特

别委员会主席进入各共和国核心领导机构 ,并且在

莫斯科与各国之间发挥中介职能。
[4 ]( p358)

这些来自

莫斯科的官员定期向中央汇报工作 ,表面上看是合

作共事 ,实际上限制了当地干部行使国家主权的使

命。

1944— 1945年约一年半时间里 ,拉脱维亚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仅召开了一次执行委员会议 ,莫斯科

全权代表与该共和国政府领导人的会晤也只限于非

正式的接触。 实权掌握在代表莫斯科当局的俄罗斯

人手里 ,但当地官员的提议大多还是得到了苏共中

央的采纳。第一书记均由当地民族的人士担任 ,莫斯

科当局委任的特命全权代表为第二书记 ,而在官方

的正式场合这些俄罗斯人还未必出现。 但卫国战争
爆发后 ,三国均发生了反苏起义 ,游击队在农村活动

猖獗。苏联政府授权内务部官员可以当场击毙任何

反苏分子 ,还有权烧毁这些人的房屋、农场及其村

庄。 这些严厉的镇压措施却导致游击队和其他反苏
组织的壮大。 立陶宛的形势更为复杂 ,“林中兄弟

会”不但抢劫前线急需的军用物资 ,还武装袭击地方

干部 ,给当地后勤供应与苏化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中下级干部问题最难解决 ,原因是苏方代表很

难深入乡以下的村级组织开展工作 ,中央政府的决

议只能落实到乡一级。苏军控制了城市和交通要道 ,

而农村则成为游击队的天下。 游击队的反苏活动得

到当地大多数人的支持 ,许多农民参加了这场打击

苏军的游击战争 ,德军攻入之际游击战达到高峰。当

地农民最怕“集体农庄”这个词 ,也最反对苏联农业

全盘集体化的提法。鉴于战争的特殊需要 ,苏联政府

沿袭沙俄时代对这一地区实施的自治政策 ,暂时放

弃农业集体化的推行工作 ,允许个体经营 ,旨在维持

当地的社会治安 ,待战后另行处理。三国之中爱沙尼

亚的领土面积最小 ,人口也最少 (当时不足 100万 ) ,

当地人对俄罗斯人的大批涌入一开始就持反对态

度 ,早在 1940年正式加入苏联后就发生了“驱逐俄

罗斯人事件”。不过 , 对来自苏联内地的驻军以及走

上领导岗位的俄罗斯人没有理由反对 ,特别是那些

用专业技术知识向当地提供服务的俄罗斯人。在战

争的危急形势下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成为苏德两个

大国政治交易的筹码 ,当地的各族人民对此是理解

的。 不过 ,在俄罗斯人近 200年统治下 ( 1721—
1918) ,爱沙尼亚人与拉脱维亚人对俄罗斯的评价负

面一直大于正面 ,在立陶宛甚至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例如:商贩的唯利是图以及苏军战士经常醉酒的不

检点行为 ,使当地人认为这些外来俄罗斯人没有教

养 ,连手都洗不干净 ,这种长期形成的对统治者的成

见不是很快能消除的。在这一带各族人民的心目中 ,

苏联就是历史上俄国的继续 ,是俄罗斯人占统治地

位的国家 ,也是被战争破坏得不成样子的大国。 再

有 ,在外国人看来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人具

有西方人形象 ,与西方世界联系紧密 ,他们不承认苏

联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更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如果苏联的政治制度是最民主的 ,为什么还仍

然限制公民权和选举权?类似敏感、刺眼而又具挑衅

语气的报道不时出现在官方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应该

不是偶然的 ,几经“清洗”的各种官方媒体又很快转
到当地人的立场上讲话 ,说明了“民心不可违”的普

遍真理。

战争期间 ,三国的政府与地方行政部门中立陶

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所占的比例大大低

于外来的俄罗斯人。 苏联政府难以找到忠诚苏维埃

制度的当地人 ,只好安排俄罗斯人担当各级领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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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很难在各国开展日常工作。一直到 1944年战局有

利于苏联之后 ,为了缓和当地的紧张局势 ,苏联政府

才选拔了一些俄罗斯化的波罗的海沿岸各族青年进

入基层苏维埃。从 1945年 7月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 ,

在这一地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中 ,

爱沙尼亚人占 80%以上 ,拉脱维亚人占 60%以上 ,立

陶宛人占40% 。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化 ,波罗的海沿

岸三国各主体民族干部数量明显增加 ,各级领导机

关的干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仅立陶宛共和国内的

30个市级和县级苏维埃的书记中就有 24名立陶宛

人 ,占 80%。[ 4] ( p360)然而 ,第二书记均是俄罗斯人 (也

有少量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民族 ) ,他们掌握各地的

实权 ,尤其是内务部和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均为俄罗

斯人。

二、强化苏共的党建工作

鉴于十月革命后德国势力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

的颠覆活动 ,还在战争后期 ,苏联政府就决定在这一

地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从共和国政府到广大农村

的各级管理均实行领导岗位的“布尔什维克化”。然
而 ,战后各共和国的中低级党员干部明显不够 ,也很

难在短期内解决干部的缺额问题。据解密的史料公

布 ,当时立陶宛中央机关的苏共党员干部仅占 55%

(市级与县级苏维埃的党员干部仅配齐 53% ) ;爱沙

尼亚中央机关的苏共党员干部缺额为 57% ,拉脱维

亚中央机关的苏共党员干部不足 40% 。另据苏共权

威机构在 1945年末的统计 ,立陶宛总共有 3 536名

党员 ,拉脱维亚有 3 592名党员 ,爱沙尼亚有 2 409名

党员 (其中都包括预备党员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 ,当

地民族的党员数量在其中不足 50% ;立陶宛族党员

为 1 127名 ,拉脱维亚族党员为 1 263名 ,爱沙尼亚族

党员为 961名。 [5 ]这其中有一半的当地民族党员被

安排在安全部、内务部以及军事等机要部门工作 ,其

他部门党员干部的缺额状况就更严重了 ,特别是农

村基层的当地民族干部更是奇缺。根据三国政府的
请求 ,莫斯科当局决定把在内地入党的立陶宛人、拉

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尽快抽调一些 ,让他们在这一

地区承担中下级领导机构的日常工作。据 1945年 2

月联共 (布 )中央人事部统计 ,全苏联总共有 4 346名

拉脱维亚族党员、 1 228名立陶宛族党员、 1 804名爱

沙尼亚族党员。联共 (布 )中央书记处紧接着在 1945

年 3月 10日通过决议 ,由中央人事部出面 ,在全苏内

地抽调 300名拉脱维亚族党员、 200名爱沙尼亚族党

员、 150名立陶宛族党员 ,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担负领

导工作 ,缺额的岗位仍由当地俄罗斯人担任。[6 ]尽管

如此 ,当地人仍认为俄罗斯人垄断了这里的各级领

导职务 ,因为 ,凡是有反苏嫌疑的各民族当地人是不

能担当领导重任的。然而 ,从全苏各地抽调波罗的海

民族干部的工作并不像斯大林政府所想像的那样容

易。过了半年多 ,这些在册的抽调民族干部大多未能

到位 ,这让俄罗斯大员甚为恼火 ,工作人员也无法解

释。到 1945年 11月 ,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事部负责人

向马林科夫报告:中央政府决议的 150名立陶宛族

内地抽调干部实际到位者仅为 35人 ,其他两个加盟

共和国的抽调干部赴任状况也很不理想 ,主要原因

是大多数被抽调的民族干部都因健康、家庭和年龄

等正当理由不能赴任。 到 1945年底 ,莫斯科中央政

府从其它加盟共和国抽调了 540名拉脱维亚族干部

回到家乡工作 ,一度缓解了当地干部问题的压力。[7 ]

其实 ,从族属上来看 ,这些被抽调回乡工作的干部只

是出生在这三个国度 ,他们之中大多在苏联内地长

大 ,许多人连母语都不能讲了 ,甚至与祖籍失去了同

一性 ;有些甚至认同于俄罗斯族 ,根本就不想回去。

莫斯科当局把这些抽调者视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

土著干部 ,但在当地人眼里却被视为外乡人 ,即便他

们能讲当地语言 ,也不会被认同为乡亲 ,因为他们的

回归是代表俄罗斯人行使权力 ,更何况他们之中的

多数已经失去了本民族的特征 ,已被俄罗斯化 ,尽管

他们工作很努力 ,也有亲和力 ,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

当地的各项工作。

注意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反苏分离势力具有

国际化的趋势 ,莫斯科当局要求抽调干部赴任之前

必须在莫斯科的中央党校以及列宁国际学校进行短

期培训 ,并且还强调 ,在当地提拔的青年干部也必须

派到相关的“速成中学”培训。在对外宣传上 ,莫斯科

官方倡导实行公文“双语制” ,“尽早实现当地行政管
理干部的本土化” ,但同时规定当地的工作语言是俄

语 ,不讲俄语的当地青年不但找不到工作 ,更不准担

当基层领导职务。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 ,苏联政府

十分重视党建工作 , 1946年的成果甚为可观: 爱沙

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爱沙尼亚人占 60% ;拉脱维

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拉脱维亚人占 43% ;立陶宛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立陶宛人占 29%。从以上数据可以

看出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苏化工作较有起色 ,而

立陶宛的“林中兄弟会”与农村游击队的存在是年轻

人未得到苏维埃信任的重要因素 ,干部队伍的本土

化工作很难开展。
[8 ]
1945— 1947年的两年时间里 ,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共产党组织的扩大主要靠外来的

俄罗斯人来填补 ,一方面是由于当地的青壮年排斥

苏维埃制度 ,另一方面 ,俄罗斯人掌权的各级党组织

在征收当地青壮年入党的工作方面也较为慎重。 可

是 ,征收迁入的俄罗斯人 (包括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

民族 )的入党工作却成果显著 ,外来人入党的数量激

增:拉脱维亚的共产党员数量增长近五倍 (党员与预

备党员达 21 037名 ) ;爱沙尼亚的共产党员数量增长

4. 4倍 (党员与预备党员数量达 12 965名 ) ,立陶宛

的共产党员数量增加 3. 6倍 (党员与预备党员数量

达 16 202名 )。[9 ]三国苏共党员总量的增加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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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移民 (一些人入党多年 )的大量涌入 ,另一方面

是转退的驻地军人就地安排工作的数量不断递增。

这样 ,当地苏共党员的民族结构趋于国际化 ,但以东

斯拉夫三大民族 (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 )

的党员为主 ,也包括少量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民族

党员。

立陶宛的主体民族占 80%以上 ,在这三国中人

数最多 ,而当地苏共党员数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

他两个加盟共和国 ,这也与该国武装反苏派的积极

活动有关。解密的档案资料证实 ,该共和国的苏共党

员之中立陶宛人仅占 32% ,俄罗斯人占 54% ,其他民

族占 14% (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以及俄罗
斯化的鞑靼人和犹太人等 )。两年以后的统计资料更

能说明问题: 立陶宛人在该国苏共党员总量之中的

比例下降到 18% ,俄罗斯人的比例在其中上升到

59% ,其他民族的比例上升到 23% 。按绝对指数统
计 ,这一时期立陶宛苏共党员的数量增加了 1. 6倍

(从 1 127人增加到 2 984人 ) ;而当地俄罗斯族苏共

党员的数量增加约 4倍 (从 1 901人增加到 9 577人 ) ,

犹太族苏共党员数量增加 4. 3倍 (从 238人增加到

1 275人 ) ,乌克兰族苏共党员的数量增长约 8倍 (从

143人增加到 1 276人 )。 [10 ]苏联政府强化党的建设

作为苏化工作的首要任务 ,从而导致这一地区的干

部队伍“布尔什维克化”。征收当地青年入党的工作
确实有效地分化了一些反苏势力 ,对当地的苏化工

作有成效 ,但也引发了新的矛盾。立陶宛共和国领导

人斯涅奇库斯对此发布指令 ,限制俄罗斯人、乌克兰
人及波兰人 (属西斯拉夫人 )在该共和国内担当领导

职务 ,并且强调一些领导职务必须由立陶宛人担任 ,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趋于激化的民族矛盾。 到

1947年 ,三个加盟共和国内各级领导岗位的当地人

与俄罗斯人的比例均以各占一半为都能认同的指

数 ,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到 50年代初基本达到这一

比率 ,而立陶宛 1956年才基本达到。 [11 ]

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战后初期的波罗的海

沿岸三国较为审慎地推行苏化工作 ,但还是经常遭

到当地各族人民不同方式的抵制 ,不同层面的冲突

接二连三 ,归纳起来矛盾集中在以下群体: 1.当地民

族与俄罗斯民族 (包括讲俄语的其他民族 ) ; 2.老户

与新户 ( 1940年后迁入当地定居的外族家庭 ) ; 3.领

导阶层内部 (经历了旧制度磨难的当地各族地下工

作者与在苏联内地度过艰苦岁月的新领导人 )。这些

矛盾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苏联政府只能采取行

政压力、必要时动用武力来推行苏化政策。

三、地区民族主义成为苏化障碍

除了党政军的高级干部 (包括内务部与安全部 )

由莫斯科中央政府任命外 ,以组织名义调入波罗的

海沿岸三国的中低级干部相继进入了一些重要企

业 ,其中包括相关部门在内地精心挑选的一批批青

壮年工程技术人员。还有 ,在土地规划过程中没收的

公有土地上 ,苏联政府组织的欧俄中央区移民很快

迁入。一些很容易避开当地监察机关审查而迁入的

移民大多来自毗邻省份 ,这些从事农产品与工艺品

贸易的生意人出入不定 ,很难控制。流动人口逐渐成

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另一来

源 ,他们自然也是苏化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46年苏联政府颁布“取消限制人口迁移法
令”之后 ,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毗邻的普斯科夫州和

诺夫哥罗德州的大量农民迁入 ,这首先引起爱沙尼

亚当地居民的反感 ,还多次引发流血冲突。 这年夏
天 ,欧俄中央区发生粮荒 ,外来人抢购农副产品导致

当地市场物价上涨 1— 2倍。 与此同时 ,爱沙尼亚内

务部记录了犯罪率上升的事实 ,部分原因是由于迁

入爱沙尼亚的移民中混进了刑事犯罪分子。 日丹诺
夫在写给贝利亚的报告中表明苏联政府对该地政治

局势的高度关注: 爱沙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彼洛夫担

忧俄罗斯移民的大量涌入引发盗窃、投机倒把事件
和物价上涨 ,伴随着谣言四起而导致地区局势恶

化。
[ 12]
为了防止外乡人继续迁入 ,与俄罗斯毗邻的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乡镇农民甚至在边界设置栅

栏 ,但无济于事。因为苏联内地的农民都知道这里的

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 ,只要定居到这里都会

过上好日子。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爱沙尼亚共和国

政府多次向莫斯科当局请示禁止移民迁入 ,但收效

不大 ,很多人的迁入是合法的。

各级苏维埃在几年之内培养了一批忠于苏联的

民族干部 ,他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得到当地社会下层

的支持 ,也很快扭转了苏化工作的被动局面。 然而 ,

当地人排斥俄罗斯人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意识 ,不但

拒绝与外来人接触 ,还阻止其后代学习俄语 ,甚至规

定在本社区及家里必须讲本族语。 新户居民要求当

局保护讲俄语的权利 ,而老户居民则坚持使用本族

语。“双语制”的推行使三国的公文必须先写俄语 ,再

分别写当地三种语言 ,这一度让当地人不能接受。当
地民众把不满情绪倾泻在移民身上 ,许多市区标识

故意使用当地语言捉弄新来人 ,他们只是在上级的

行政压力下才被迫接受“双语制”的行文方式。其实 ,

当地的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很多能用俄语交流 ,

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一批俄罗斯化的爱沙尼亚

人、拉脱维亚人以及立陶宛人 ,能同时使用德语、法

语和英语的“语言通”也大有人在 ,但他们就是拒绝

使用俄语 ,拒绝与俄罗斯人合作。为加速这一地区的

苏化工作 ,第四个五年计划 ( 1946— 1950)提前完成

之时 ,莫斯科至里加的铁路通车 ,内地来的苏联人激

增 ,外国人还以为里加是俄罗斯的城市。拉脱维亚成

为三国中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里加作为该国首都

约有一半人口是俄罗斯人。[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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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领导人均强调讲本族语 ,使用本族语也成

为三国各自主权的象征。学校中俄语课时量增加经

常遇到阻力 ,当地人从小就形成了抵制俄罗斯文化

的习惯 ,即便看得懂和听得懂俄语也不愿讲俄语。苏

联政府规定司法程序使用俄语 ,这让许多当事人难

以接受 ,因为不懂俄语就不能成为司法机关诉讼过

程的参与者 ,必须聘请俄语律师 ,这增加了当地人的

经济负担。因此 ,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本族语的使用问

题均持强硬态度 ,甚至以“破坏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

民族政策”为由来维护这一地区的自治权利。外来人

大多住在新区 ,当地人大多住在老区 ,双方的交往存

在一定的限制 ,加之当地人拒绝同化的社会意识在

延续 ,故本族语社区完好地保存下来。与新区的交往

成为基层民族干部的“专利” ,这些人必须既懂本族

语又懂俄语。与此同时 ,俄语的地位问题仍是莫斯科

当局极为关心的 ,为外来人开办的俄语学校逐渐增

多。随着苏维埃制度的确立 ,当地青年被允许走出封

闭的社区 ,越来越多的当地青年进入苏联社会。这

样 ,在本族语使用以及维护当地利益等具体问题上 ,

三国的官方与民间的对苏态度逐渐趋于一致。

在打击富农和反苏游击队的同时 ,苏联政府清

洗战时立陶宛抵抗运动成员、拉脱维亚的 “特种兵

团”参加者以及爱沙尼亚的“国防军”分子 ,甚至包括

清洗与西方国家有亲属关系的当地普通平民 ,这些

都成为当地苏化工作的重要内容。苏联政府通过党

校培训和组织抽调方式充实了各级苏维埃 ,一批苏

化的青年民族干部队伍成长起来。在立陶宛总共有
1 935人被提拔到共和国、市级苏维埃和县级苏维埃

的领导岗位 ,其中立陶宛人为 944人 ,约占总数的

49%。[ 14]莫斯科当局只能把一半的领导岗位让当地

人担任 ,另一半无疑是让俄罗斯人或是俄罗斯化的

其他民族人士来担任 ,这就是莫斯科当局标榜的“干
部本土化”。然而 ,三国的反苏组织串通一气 ,地区形

势几度恶化 ,甚至有转入内战的可能性 ,一些山区的

农民与土匪没有区别 ,也无法分清。在苏军的打击
下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游击队 1950年放下武

器 ,立陶宛的反苏武装斗争持续到 1952年底。 据俄

罗斯学者统计 , 1941— 1952年苏联政府出于不同的

动机总共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驱逐人员达 20. 35

万 ,其中立陶宛占 11. 86万人、拉脱维亚占 5. 25万

人、爱沙尼亚占 3. 24万人。[ 15]这个数字与美国人的

统计相比明显过于保守。但有一个事实是 ,每年都有

从当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反苏者。诚然 ,波罗的海沿

岸的苏化工作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利益 ,对西方

敌对势力发挥威慑作用的同时 ,也巩固了苏联的西

北边疆 ,加速了全苏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进程。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 ,波罗的海沿岸

三国的领导人对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态度逐渐趋于强

硬: 三国均坚持宗教信仰的独立性 (立陶宛是天主

教 ,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则是新教 ) ,在“双语制”
不同程度推广开来的同时 ,教堂的祈祷用语必须使

用本族语。形势的发展迫使当地人学习俄语 ,这对各

族青年人进入社会更为必要。 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

语同属波罗的海语族 ,均属印欧语系 ,与俄语相近 ,

但爱沙尼亚语却属乌拉尔语系芬兰 -乌戈尔语族 ,

与俄语虽非同一语系 ,也属邻族语言 ,当地人学习俄

语都不难。在对待“政治上不可靠者”的问题上 ,三国

领导人的态度也趋于一致 ,都反对将当地富农以及

战时反苏成员驱逐出境 ,几乎同时以正式文件呈报

到莫斯科中央政府。1946年3月 ,以卡别金和拉奇斯

为首的拉脱维亚政府领导人呈文莫洛托夫 ,要求中

央政府撤销“流放战时拉脱维亚特种兵团的决议” ,

理由有四: 1.战时为德国服务的“特种兵团”的大多

数人是被迫的 ,不是自愿的 ; 2.一旦强迁这些人 ,其

家属失去供养 ,将给当地政府造成负担 ; 3.当地各民

族对“特种兵团”的镇压持反对态度 ; 4.劳动力不足

影响当地经济发展。这些理由都很正当 ,但被莫斯科

当局否决。鉴于此 ,爱沙尼亚共和国在决定提交同样

的呈文时 ,决定退而求其次 ,请求莫斯科当局同意将

清洗的富农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安置在爱沙尼亚

境内。苏共中央高层经讨论后 ,决定以爱沙尼亚共和

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诉求为由而采纳。显然 ,莫斯科

当局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政府的一致行动持保留态

度 ,但也顾及到国际影响。 针对各地发生的反苏事

件 ,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处理意见也极为相似 ,都在有

意保护当地人利益 ,防止事态进一步激化。拉脱维亚
共产党中央特派员季玛娜考察阿伯连县 ,她想实地

采访农庄时遭严词拒绝。返回里加后她这样评论: 苏

维埃政权在县以下层级都软弱无力 ,县苏维埃只是

联系各乡苏维埃的政治中心 ,农村的反苏气焰特别

嚣张 ,根本无法与村民对话。 [16 ]

各国反苏活动制约了农业集体化的推进 ,直到

1947年 5月 21日 ,苏联政府才颁布《关于在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建立集体农庄的决议》。 但农业
集体化的推广工作步履维艰 ,到年底三国分别建立

了 30、 34、 37个集体农庄。到 1949年初 ,立陶宛有 3.

9%的农户、爱沙尼亚有 5. 8%的农户、拉脱维亚有

8%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苏联政府试图增加税额对
反集体化者施加压力 ,但并未奏效 ,又招致新一轮的

议抗活动 ,最后只能在这一地区实行特殊政策 ,即部

分地推行集体化。
[ 17]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抵抗运动持续八年 ,失去

了西方支持的立陶宛“林中兄弟会”到 1952年被苏

军歼灭 ,残余势力一直坚持斗争到 1961年。 许多反

苏分子被迫选择了合作 ,等待时日再战。与强大的苏

维埃政权继续斗下去无疑等于自杀 ,实用主义的自

我保护才是明智的选择。不过 ,放弃公开的和地下的

斗争并不等于心悦诚服地接受苏化政策 ,反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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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仍以隐蔽的形式延续下来 ,延长了波罗的海沿

岸三国确立苏维埃制度的进程 ,苏化任务一直持续

到 20世纪后期也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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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vietisation of the Th ree Baltic States

Fu Shi-ming

(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 e rsity , Guilin 541001, China )

Abstract: The Communist ideolog y had lit t le influence on the three Baltic coastal states, because th ey

entered Sov iet late and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 ith w estern countries, and there existed long-standing

anti-Soviet forces. Soviet government violently moved anti-Sov iet fo rces and reinfo rced Party building

through bi lingualism and immigration to increase Sovieti sation. Thus, autho ritarian pow er led to the

fo rming of regional na tionalism. Sov iet’ s g entle and ster n measures did no t succeed; instead, the three

Baltic sta tes play ed a vangua rd role in the disinteg 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Soviet Union; the three Bal tic coastal states; Sov iet; Russian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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